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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新文艺生活的建构*

徐志伟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文艺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乡村文化的

现代转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新型文娱平台的建构，使群众文艺活动被纳入行政体系之中，从此走上了组

织化、制度化的道路。演艺习俗的改造，将社会主义基因植入群众文艺活动，使后者获得了介入现实政治议题

的能力。群众文艺活动也改变了农民在文艺生活中的地位，使其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这些经验，对

于今天的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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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群众文艺既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支撑。1949年至1965年，中

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开展了农村俱乐部建设、农村

广播网建设、农村电影放映网建设、民间戏曲改

革、农民画运动、编写公社史等群众文艺实践活

动。这些活动在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受制

于二元对立思维，将这一时期的群众文艺实践与

政治控制联系在一起，重点关注其与民众生活世

界的紧张关系。毋庸讳言，此种研究思路因意识

形态的偏见而遮蔽了这一时期群众文艺实践的

现代性诉求。可以说，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文艺实

践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其经验于世界而言也是

完全陌生的。我们理应找到阐释这些群众文艺

实践的路径并重新确认其历史意义。

一、新型平台建构与农村群众文艺活动的组

织化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的群众文艺活动，通常

由宗族或民间团体来组织，二者的性质对群众文

艺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极强的规定性，这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凝聚农民的政治认同，建

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一方面对旧有的群众文

艺组织进行改造，一方面也着力推进农村俱乐

部、农村广播网、农村电影放映网等新型文娱平

台建设。自此，农村群众文艺活动开始摆脱无序

化状态，步入了组织化、制度化的轨道。

其一是农村俱乐部建设。农村俱乐部早在

20世纪 30年代便在“苏区”出现。［1］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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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些地区吸纳“苏区”的经验，率先推动俱乐

部建设。［2］在地方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国家的顶

层设计也开始启动。1951年和 1954年，文化部

两度发文要求各地积极、稳步推进农村俱乐部建

设。［3］1956年，在农村新的发展形势下，农村俱乐

部建设加速推进。是年 2月 9日，《人民日报》刊

出专题社论，将农村俱乐部建设提升至农村文化

工作的核心。［4］该社论发表之后，各地的文化部

门和团委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一波农村俱乐部建

设的高潮。截至 1960年，仅湖南一省农村俱乐

部的数量就逾 6.5万个。［5］尽管全国各地农村俱

乐部建设的工作进度不一，但工作机制大体一

致。统而言之，其时各地的农村俱乐部建设大都

在“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推进。“现实性”

是指农村俱乐部建设要和农村的发展需求及农

民的文艺需求相匹配，“可能性”是指农村俱乐部

建设要和农村所能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立足于

这两个基础，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因

时因地制宜，也因此使预期目标的实现成为

可能。

在农村俱乐部的建设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

文化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支持下，农村俱乐

部逐渐建立了一套活动原则。一是为中心工作

和农业生产服务的原则。作为全国文化宣传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俱乐部首先要为各个时

期国家政策的落地提供支持，其次也要为农业技

术知识的普及提供支持，其所采用的方式包括板

报、读报、快板、幻灯片、广播、展览、讲座等，这些

方式简洁明快，易于被群众接受。比如快板，能

够结合群众的喜好将抽象的政治话语通俗化、日

常化，迅速在群众中产生影响。二是业余、自愿、

小型、多样的原则。“业余、自愿”，是指俱乐部的

活动不占用劳动时间，不计工分，不强迫命令。

“小型、多样”，是指在农忙的时候把活动化整为

零，结合群众的特长，开展符合特定劳动场景特

点的活动，比如劳动竞赛、地头说唱、地头舞蹈、

地头故事、地头体育等。这些“小型、多样”的活

动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不影响农业生产，不被

场地束缚，简洁高效；二是即时表彰先进，鼓舞士

气，提高劳动效率；三是沟通群众之间的情感，凝

心聚力，增强共同体意识；四是挖掘群众的特长，

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

其二是农村广播网建设。广播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属于极具潜能的新兴媒体。“发展人民广

播事业”早在 1949年 9月就被写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4月，政务院会议

通过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此后，各

地因地制宜，全面布局收音站建设，在短短几年

内，收音站的数量突飞猛进。［6］这些收音站在预报

自然灾害、传播国家政策方针和农业生产知识、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独具优势，深受群众欢

迎。但成本高、技术复杂的缺点使其无法在广大

农村地区普及。因此，结合农村的实际条件，建

设成本更低、传播速度更快的农村有线广播站就

成为应然选择。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相关

决策的出台，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得以迅速发

展。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于 1966年 3月召

开，会议决定将广播事业的发展重点转向农村，

将五亿农民作为主要服务对象。藉此，农村有线

广播建设又迈上了新的台阶。［7］

从文艺的角度来说，农村广播网的普及，极

大地改善了农村群众文艺的供给。在没有广播

的年代，农村的文艺来源及类型几乎是一成不变

的，大都是来自地方团体的传统说唱、戏曲等。

农村广播网普及之后，一方面文艺节目源大大增

多——农民不仅能听到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制作的文艺节目，全国各地方电台制作的精品文

艺节目也都有机会听到；另一方面文艺类型愈加

丰富——除了传统的说唱、戏曲等之外，广播剧、

广播小说、电影录音剪辑、流行歌曲等新型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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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也进入农民的文化生活。此外，广播文艺在

覆盖面上也远超传统文艺形式。经由民间艺人

传播的传统文艺形式，其受众范围是有限的。广

播文艺不但随时可以收听，而且文艺种类丰富，

农民的文艺生活也因此走向了常态化。而且，农

民通过收听广播文艺，能够获得一种“同时性”，

从而进入“新中国”历史的“这一刻”，这对于农民

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其三是农村电影放映网建设。新中国成立

后，“电影下乡”被提上党的群众文艺工作的重要

日程。1949年11月，文化部电影局在第一届行政

会议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影发行网，重

点扶植为基层民众服务的电影放映队。［8］1950年
6月至 11月，文化部举办第一期全国电影放映人

员培训班，培训毕业时，装备了 600个放映队，分

赴部队和全国各地厂矿农村。这一举动改变了

此前我国只有大、中城市才能看电影的状况。

1953年 12月，政务院通过决议，确定了电影放映

事业的发展方针——先工矿后农村，肯定了农村

电影放映采取的形式——流动放映队。在此基

础上，要求划定电影放映队的活动地区，把放映

队的管理权限下移到专区或县文化主管部门。［9］

这些措施推动了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建立。［10］

1956年2月，为了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化

部和团中央发出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农村电影放

映网的重要性，设定了未来七年农村电影放映网

的发展目标：使农民群众享有更多看电影的机

会。在具体措施方面，把电影放映网纳入以俱乐

部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建设当中，强调电影放映

与俱乐部活动两者之间的配合。同时，对放映人

员的培养、放映工作队伍的建设以及适合农民群

众需要的影片的摄制和发行等，都作出了相应的

规划。［11］这一指示推动了农村电影放映网的进一

步发展。［12］为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影放映事业，适

应新形势的需要，1958年 6月，文化部印发通知，

要求“自1958年起，用十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县有

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水平”，今后农村放映队的

发展，“实行由政府投资举办和群众（农业生产合

作社）集资自办相结合的方针”［13］。这一政策的

实施使农村电影放映队激增，农村观众在数量上

超过城市观众，成为电影的主要受众。［14］至此，遍

布全国农村的电影放映网基本形成。

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建立，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农民群众在电影文化分配方面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电影放映队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实际上，当时农村电影放映队既承担着

电影放映的任务，又承担着介绍、解释电影内容

和意义的任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普遍开

展了扫盲运动，但由于广大农村经济文化相对落

后，交通和信息闭塞，农民群众普遍存在着对电

影内容看不懂或不能准确理解的现象。因此，农

村电影放映员同时还要作为宣传员，一方面要想

方设法让民众能够看上并理解电影，一方面要结

合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鼓舞群众的生产干劲，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这是针对当时农村的现实

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放映实践。

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部门都立足于社会主

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高度积极推动新型文娱平

台建设，这一事业属性决定了其服务模式和利益

宗旨，使得几乎所有的文艺类型都和社会主义国

家建设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农村俱乐部、农村广

播网、农村电影放映网等新型文娱平台的建立和

发展，重构了农村的文化生态。它们一方面建构

了现代群众文艺形式，丰富了群众文艺的类型，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农民对文艺的接受方式和欣

赏习惯。

二、演艺习俗改造与农村群众文艺活动的净化

群众文艺生成于民间，在长期的实践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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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为规范相沿成俗。演艺习俗一旦形成，就会

对艺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演艺

习俗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条件。新中国成

立后，群众文艺被赋予新的使命，其组织形式、生

产形式、流通形式等都被彻底重构。这一过程瓦

解了旧演艺习俗形成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新演艺

习俗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前，民间演艺大都是围绕着宗族

活动或民俗活动开展，其习俗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种：第一种是为民间鬼神信仰而演艺。与之配合

的演艺活动，如傩戏、目连戏等，目的是驱鬼酬

神，以求个人和家族的平安。第二种是为民间传

统节日而演艺。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围绕

着农耕文化，形成了诸多民间传统节日，每逢节

日，各地都有演艺的习俗，目的是祈福纳吉，娱人

娱己。第三种是为民间红白喜事而演艺。结婚、

做寿、丧葬是民间最重要的红白喜事，每逢这些

时候，大户人家通常会组织演艺活动。第四种是

为赌博等民间陋习而演艺。当时一些农村地区

赌博之风盛行，为了活跃赌场，招徕赌徒，聚赌团

伙通常会举办演艺活动，一些低俗的表演往往于

此滋生。除了以上四种习俗外，一些团体还有为

自身祈福而演艺的习俗，如开箱演出、封箱演出

等。总体而言，民间演艺习俗是世俗生活需要与

艺人生存需要互动的产物，对于维持演艺团体的

存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正因为其与旧

有的民俗活动相伴而生，所以不可避免地与新中

国的政治文化建设产生冲突，其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两点：其一，有些习俗具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制

造神秘，愚弄民众。其二，有些习俗为旧道德秩

序服务，是封建教化的工具。这些习俗对于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因

此需要在“推陈出新”的原则下对其进行改造。

新中国对民间旧演艺习俗的改造，一是从旧

演艺习俗得以形成的社会根源入手，二是从与旧

演艺习俗相互依存的曲（剧）目入手。如前所言，

旧演艺习俗的形成是艺人趋附流俗以获存续的

结果。故而，大力推进移风易俗运动，可以铲除

其得以形成的社会根源。比如，新中国对宗族组

织的瓦解和改造，就使得围绕宗族活动形成的演

艺习俗，如堂会演艺等，难以为继；“反迷信”运动

的持续开展，使得酬神祀鬼等演艺习俗无处藏

身；“禁赌扫黄”行动的实施，使得低俗的赌场演

艺无所依附。需要说明的是，瓦解宗族组织、“反

迷信”运动、“禁赌扫黄”等举措的目标是指向社

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并非特地为破除旧演艺习俗

而设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地为破除旧演艺

习俗而设计的制度是改造旧曲（剧）目。

曲（剧）目是民间演艺活动的根本，也是演艺

习俗得以形成的基础。故而，改造旧曲（剧）目就

成了破除旧演艺习俗的关键环节。早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人民日报》就以社论的形式发出旧剧

改革的号召。社论提出了审查旧剧的两个标准：

人民性和阶级性。凡是完全有利于人民的，都应

该提倡；利大于弊的，取精去粕；凡是完全不利于

人民的，都应该查禁；利小于弊的，大幅修改后另

议。社论还进一步明确了不利于人民的具体内

容：其一是“提倡封建压迫奴隶道德的”；其二是

“提倡民族失节的”；其三是“提倡迷信愚昧的”；

其四是“提倡淫乱享乐与色情的”。［15］社论认为，

凡是涉及这些内容的剧目，都需要严格审查，或

彻底禁演或停演待修改。

该社论发出的改造旧剧的号召在新中国成

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尤其是其提出的四方

面的禁演内容，成为各地审查曲（剧）目的普遍遵

循。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建立禁演制

度的大区。统计资料显示，至 1950年 3月，东北

各省、市仅在京剧和评剧这两大剧种中禁演、停

演的剧目数量就多达 156出，其中涉及爱情、淫

荡、色情的共 54出，涉及封建迷信的 45出，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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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秩序的21出，涉及奴隶道德的13出，涉及其

他问题的22出。［16］大量旧剧的禁演、停演，使得旧

的演艺习俗失去了重要的支撑，不可避免地走向

消亡。需要指出的是，大量旧曲（剧）目被停禁，

一度导致民间演艺市场出现了空白，民间艺人的

生活也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缓解这种局面，文

化部基于“双百”方针，于1957年5月专门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改变激进做法，解除禁令，将曲（剧）

目选择的决定权交还给演艺团体和艺人。［17］这一

政策对于调动演艺团体的主动性，帮助民间艺人

走出困境，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某种程度

上也导致沉渣泛起，尤其是迷信活动再次占据很

多农村地区的文化空间。有鉴于此，1963年3月，

文化部决定再度收紧政策，与之前停禁某些曲

（剧）目的做法不同，直接停禁某些题材类型，其

针对性更强。各地的做法自然会使民间演出市

场再次陷入冷清，但从积极方面来讲，这可以有

效地防止旧演艺习俗死灰复燃，一方面为社会主

义新文艺的传播创造了空间，一方面也使民间艺

人改变生存策略，将个人演艺汇入社会进步的潮

流之中。

破除旧演艺习俗后，新演艺习俗的建构被提

上了日程。在党的领导下，一套既符合社会现实

需求，又指向社会主义事业远景的新演艺习俗在

短时间内初步成型。这套新习俗充分扬弃了旧

习俗的弊端，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在乡村普及度

较高的有以下三种。一是会演性演艺。即由地

方党政部门定期举行的一种具有示范性的群众

文艺展演活动。它不但是一种配合党的中心工

作的崭新形式，也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自

我欣赏的崭新形式。二是宣传性演艺。每逢重

要节日或某一重要方针政策出台时，各级政府的

宣教部门有针对性地组织演艺活动，目的是利用

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新中国的新人新事。

三是巡回性演艺。这是按一定的路线、范围深入

到边远农村的演艺活动，它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除了上述三

种，新中国创造的演艺习俗还有慰问性演艺、献

礼性演艺等。这些新型习俗一方面更新了群众

文艺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也改变了群众文艺的性

质。在新习俗中，党政部门和群众不再是简单的

管理者和受众，而是参与者和检验者。在二者的

互动中，群众文艺团体开始担负起文化宣传的政

治责任。由此观之，新习俗不但是一种时代风

尚，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塑造与指引。

改造旧的民间文艺形式，使其为现代民族国

家建设服务并非新中国首创。早在晚清时期，梁

启超、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就曾发出过类似的呼

吁。但与晚清相比，新中国推动的演艺习俗改造

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是组织形式不同，晚清的

演艺习俗改造主要是由少数知识分子发起，政府

的力量绝少参与其中；新中国的演艺习俗改造则

由党和政府发起，知识分子被整合进行政体系之

中。其次是目标诉求不同，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演

艺习俗改造，力图建构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文

艺，其目标指向是造就“国民”；新中国通过演艺

习俗改造，力图建构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文艺，

其目标指向是造就“人民”。

三、农民的文艺实践与农民主体性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在文艺生产活动中大都

处于“受众”或“被表述者”的被动位置上；新中国

成立之后，随着农民在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主体性

地位的确立，其在文艺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

动。这种变动在以农民画、编写公社史为代表的

群众文艺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运动促成

了群众文艺与生产、生活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使

广大农民群众成为享有和创造文艺的主体。

1958年前后，在新民歌运动席卷全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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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农村群众美术活动也开始蓬勃兴起，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新壁画运动。虽然在新壁画运动

之前，美术界的新年画运动和新连环画运动同样

追求为广大农村群众喜闻乐见，但是其创作者主

要还是美术工作者，新壁画运动的创作主体则主

要是广大农民群众。有研究显示，在新民歌运动

当中，全国各省出现了“诗画满墙”的诗歌县、诗

歌乡和诗歌社，而“诗画上墙不仅在出名的诗乡

如此，也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农村中相当普遍的现

象”［18］。这种现象表明了当时在广大农村新民歌

运动与新壁画运动是相伴而生的。当时《人民日

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新壁画运动是一个政治宣

传运动；也是一个群众美术运动，是群众结合当

前中心工作，结合生产，以美术形式进行自我教

育的运动，也是群众美术方面的文化革命。”［19］这

个说法大致概括了新壁画运动的基本特征，也道

出了新壁画运动的初衷和目的。

新壁画运动虽然是“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结

果，但同时也是长期以来党领导的群众文化活动

的一部分，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群众路线

和一贯宗旨。与新民歌运动相比，新壁画运动不

是在党的最高领袖发出指示之后开展的，而主要

是在文化部的倡议下由各基层党委推进，因此，

更具有地方自行实践的特点。在物资匮乏、指导

力量缺乏的情况下，农民自力更生，摸索出一套

符合自身实际的绘画方法，并在很多地区实现了

全民参与，这在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新壁画运动的推动力量来自地方，但也

凝聚着全党的智慧与文化理想。第一，新壁画曾

经作为社会调查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工具，承

载着共产党人的革命经验和历史记忆。第二，社

会主义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也意味着人民群众在文化

上翻身解放，成为享有文化和创造文化的主体。

新壁画运动正是以人民群众为创作主体的文化

实践。第三，人民群众在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

上当家作主的过程中，会进一步树立起社会主义

理想和信念，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确

立新的主体性。新壁画运动对此大有助益。第

四，壁画与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相比，更容易被

群众普遍掌握，其作为群众自我表达和自我创作

的工具更加及时有效。

在新壁画运动兴起的同时，编写公社史运动

也在全国展开。这一运动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协

最先发起，其目的是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历史重

述，建立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新中国最早的人民

公社史作品是“城门人民公社史”的片段《奶牛入

社了》，发表于《热风》文艺月刊 1958年 9月号。

到了1959年，有更多的公社史作品在文学期刊上

发表。除了期刊以外，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也出版

了多部更为完整的公社史。［20］

与新壁画运动一样，编写公社史运动也是在

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其步骤是基层组织

依照上级指示组建编委会，然后“书记带头，全民

动手，发动群众写作”［21］。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离

不开知识分子（如文艺工作者、下放干部、知识青

年等）的协助。公社史编写采用的方法是，“在党

委领导下，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与业余

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22］。这样，

公社史的编写就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农民群

众自己动手写；第二种是农民口述由别人记录整

理；第三种是依据调查搜集的资料，由下乡劳动

锻炼的作家、干部或高校学生撰写。而无论哪种

情况，当公社史初稿完成后，在修改过程中都要

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

党领导农民群众参加编写公社史，既是为了

让农民群众成为文艺的创作者，也是为了实现农

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在大量公社史面世之后，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时

代，劳动群众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响应党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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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解放思想，打破迷信，自己编写自己的历史”；

而“发动群众写公社史的本身，就是回忆革命史，

自我再教育，以及提高思想觉悟的过程”［23］。在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背景下，编写公社史的目的实

际上是把一个地区农民群众芜杂的生产生活经

验整合到一种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历史叙事

当中。正是出于让农民群众成为文艺创作者的

目的，这种叙事让作为当事人的农民群众自己讲

述出来。于是，这种讲述就是讲述内容内在化的

过程，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规律性和必然

性成为农民群众自觉意识的过程，因而也就是农

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过程，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

提高和新的主体性建构的过程。

虽然以新壁画、编写公社史为代表的群众文

艺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着时代的局限

性，但其中的部分历史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这

些运动促使农民群众开始克服旧社会造成的对

于文艺创作的神秘感和文化上的自卑感，突破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等级界限，打破

文艺创作只能由某个阶层垄断的局面，建立群众

文艺创作的主动性和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使农

民群众成为享有和创作文艺的主体。同时，群众

的文艺创作和劳动生产、民主生活紧密结合，也

有利于重建农民群众对历史、现实及自我的想象

方式。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新文艺生活建构虽

然带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在某个阶段甚至还

有比较严重的“浮夸”“形式主义”问题，但仍不失

为超乎意识形态之外的一种文化现代化的努力。

它在体制化、移风易俗和国民建设、国家建设等

方面延续了近代开启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并形成了全新的经验。就体制化而言，新中国通

过农村俱乐部、农村广播网、农村电影放映网等

的建设，把民间艺人和农村娱乐纳入政府的管控

体系之中，使群众文艺活动从此走上了组织化、

制度化的道路，成为农村基层社会与国家意识形

态之间的精神通道。就移风易俗而言，新中国通

过对农村“旧文艺”的全面“净化”“合理化”，有效

地将群众文艺活动嵌入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之中，并为其植入社会主义基因，从而使其脱离

了单一的商业法则，获得了介入现实政治议题的

能力。就国民建设而言，新中国开启了一种由党

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大众等多元互动的群众

文艺活动模式，农民改变了自身在文艺活动中的

地位，既是文艺的消费者，也是文艺的生产者，其

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由此，群众文艺

活动具有了双重属性，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

宣传，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表达。就国家建

设而言，新中国通过群众文艺活动阐扬了新的人

生观与世界观，革命性地将乡村社会上升为现代

国家的建构力量并指向一个现代远景，群众文艺

也因此成为以“现代人”为主题的本土化现代性方

案在象征层面的知识表达。这些重要经验，对于

改变当下农村群众文艺活动中的“三俗”倾向，重

建当前农村群众文艺的生产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乡村文化振兴，无疑都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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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New Literary and Art Lif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XU Zhiwei
Abstract：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CPC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ass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actice activities，which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platform has incorporated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embarking on a path of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forming arts customs has implanted socialist genes into mass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
ties，enabling the latter to gain the ability to intervene in real political issues. Mass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
ties have also changed the status of farmers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life，inspiring their subjectivity as never be⁃
fore. These important experiences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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